在历史镜鉴中追寻治理之道

——《群书治要》及其现代价值
谢青松

摘要：《群书治要》是成书于唐代贞观年间的一部匡政巨著。编纂者以“务乎政术，存乎劝戒”为宗旨，从一万四千多部、八万九千多卷古籍中“采摭群书，剪截淫放”，计六十五部约五十余万言。《群书治要》作为唐代之前中国历代典籍的选萃本，不仅汇集和保存了中国文化诸多重要典籍之精要，具有独特的文献学价值，而且包含着中国古人立德修身、读书治学、识人用人、官德建设、治国理政的丰富智慧，迄今仍具有不可忽略的借鉴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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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创造了卷帙浩繁的文献典籍，其中所蕴含的思想智慧，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成书于唐代贞观年间的《群书治要》就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典籍之一。这部由唐太宗李世民（599-649）授意，魏徵、萧德言等人编纂
的治世要典，其成书颇有传奇色彩、其流传亦历经波折。

贞观初年，唐太宗即帝位后，积极求谏纳言，考察前代治理之得失，寻求长久致治之道。他接受了魏徵“偃武修文，中国既安，四夷自服”
的建议，即位第二个月，便下令在“弘文殿”聚书二十余万卷，又于殿旁开设一馆，亦即“弘文馆”，作为延揽人才之地，集聚了萧德言、褚遂良、房玄龄、杜如晦等英才，“听朝之隙，引入内殿，讲论文义，商量政事，或至夜分方罢”
。唐太宗有感于古代经典卷帙浩繁，难以遍览，即使博览群书，也难以得其精要，由此萌生了编纂《群书治要》的想法。于是令魏徵、虞世南、褚遂良及萧德言，从历代典籍当中撷取有关立德修身、治国安邦、为君为臣、教民安民之精要，汇编为一册。在唐太宗的授意下，编纂者以“务乎政术，存乎劝戒”
为宗旨，取材于六经、四史、诸子百家，“上始五帝，下迄晋年”，删其繁芜，择其精粹，从一万四千多部、八万九千多卷古籍中“采摭群书，剪截淫放”
，历时五年之久，于贞观五年（631）编辑成书，计六十五部约五十余万言。按照编者魏徵所言，读书治国都应“见本知末”“本求治要”，因此将该书命名为《群书治要》（史籍中亦称《群书理要》、《群书政要》等）。魏徵等人编纂此书的初衷在于为唐太宗提供可“取鉴乎哲人”
的治国之道，因而，“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
，成为《群书治要》最为鲜明的特色。

唐太宗在《答魏徵上<群书治要>手诏》中感慨道：“朕少尚威武，不精学业，先王之道，茫若涉海。览所撰书，博而且要，见所未见，闻所未闻，使朕致治稽古，临事不惑。其为劳也，不亦大哉！”
在他看来，这部书广博而又切要，借助此书可以“知风化之本，见政理之源”
，于是日夜读之，手不释卷。同时还让人抄写了十几部，分赐给太子及主要大臣。事实上，《群书治要》一书不仅体现了中国古人深邃的人生哲理和丰富的治理思想，也为贞观时期的君臣提供了简明扼要且颇为实用的治国指南。唐代贞观之治的形成，虽很难说是由《群书治要》直接促成，但此书中所包含的治理理念和施政方略，对唐太宗潜移默化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至于《群书治要》对后世的影响，由于缺乏相关的史料，难以做出准确的判定。不过，据宋代王应麟编撰的《玉海》引用《集贤注记》一书上记载：“天宝十三载十月，敕院内别写《群书政要》刊出”。另外，李蘩《和邺侯家传》中也记载，唐僖宗问：“‘朕欲知有古政理之要，而史籍广博，卒难寻究，读何而可？’答曰：‘昔魏徵为太子略群书之言理道者，撰成五十卷，谓之《群书理要》。’”
由此不难推知《群书治要》对于唐代帝王之室的影响。

作为一部节录选编性质的典籍，《群书治要》共选录了六十五部经典，分为经、史、诸子三部分，按照每一部经典分别加以节录。第一部分是经，节选了《周易》《尚书》《毛诗》《春秋左传》《礼记》《周礼》《周书》《国语》《韩诗外传》《孝经》《论语》以及《孔子家语》等十二部儒家经典。可见编纂者是把儒家思想作为治国最重要的思想放在首位。第二部分是史书，唐以前只有“五史”，《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和《晋书》
，《群书治要》重点节选了其中有关帝王、臣子的事迹，以及谏言、奏书等，体现了“以史为鉴”的编纂目的。第三部分是诸子百家，包括《曾子》《墨子》《老子》《列子》《文子》《孙卿子》《六韬》《孙子兵法》等四十八种，涵盖了儒、墨、道、法、兵、杂家等诸子百家。其中《尸子》《申子》《傅子》《典论》《体论》《典语》《昌言》《政要论》《时务论》《袁子正书》《桓子新论》《崔寔政论》《刘廙政论》《蒋子万机论》等十四部在唐代以后即已散佚，后世学者正是凭借《群书治要》才完成以上文献的辑佚。这也是《群书治要》独特的文献价值。

二

《群书治要》的流传亦颇具传奇色彩。由于此书的编纂主要是为执政者提供资政指南，唐太宗仅将其分赐给太子及部分大臣，相当于是内部读本，流传范围颇为有限，再加上唐末战乱频繁，因此在宋初即已失传，《宋史》亦不见记载。所幸者，该书在唐代即已传入日本，得以重见于后世。

从已有文献来看，日本人阅读《群书治要》的最早记载是在日本承和五年（838），“天皇御清凉殿……读《群书治要》第一卷”
，可见《群书治要》于成书后两百多年间即已在日本皇室流传，但具体时间及传入途径已不可考。有学者根据日本吉川弘文馆版《国史大辞典》“群书治要”条推定，大致于日本奈良时代（710-784）由日本“遣唐使”将其抄录带至日本。

《群书治要》传入日本后受到了皇室成员及贵族阶层的高度推崇，成为他们学习中华文化、了解中国治国理念和原则的一部重要经典。根据《日本三代实录》记载，日本贞观十六年（874），清和天皇“顷年天皇读《群书治要》，是日御读竟焉”
。在天明本《刊<群书治要>考例》里面也记载：“承和、贞观之际，经筵屡讲此书”，
可见，《群书治要》是日本御前经筵讲习的重要经典（日本也效仿中国的经筵讲习制度为天皇和臣子讲解古代经典）。日本学者林信敬在《群书治要》天明本的校正序中说：“我朝承和、贞观之间，致重雍袭熙之盛者，未必不因讲究此书之力。”
指出日本承和、贞观年间（约834-876），社会呈现出安定繁荣的盛世局面，就与此书有着密切的关联。

《群书治要》在日本的流传亦颇为曲折，这也导致其版本众多并出现缺佚。在公元13世纪，日本镰仓幕府第五代武将军北条即时，因其“好居书籍”，发现《群书治要》手抄本后，“请诸中秘书写以藏其金泽文库”
，此书后来归德川家康所有。这就是《群书治要》金泽手抄本，现藏于日本宫内厅书林部，已阙第四、卷十三、卷二十等三卷。

德川家康曾于日本元和二年（1616）正月下令用活字排印《群书治要》，此时仍为残存的四十七卷。半年之后，印成五十一部，每部四十七册，亦即后世流传的骏河版《群书治要》。不幸的是，这一年德川家康突然去世，印本只是分赠给了德川家康的后裔尾张、纪伊两家藩主，事实上并未公开发行，因此流传在外的不多。日本天明元年（1781），尾张藩主家的大纳言宗睦，有感于《群书治要》未能流布，从枫山官库中借得原“金泽文库”藏抄本，与骏河版相对校勘，天明六年（1786）重版印成，分赠诸藩主和各位亲臣。此即流传于世的《群书治要》尾张藩刻本，世称天明本。

日本宽政八年（1796），尾张藩主家以五部《群书治要》送长崎海关掌管近藤重藏（1771-1829），委托其转达中国。近藤氏以一部存藏于长崎圣堂，一部赠予诹访神社，三部委托唐商馆携回中土。嘉庆七年（1802），鲍廷博辑《知不足斋丛书》，序中已言及天明本《群书治要》。清阮元曾广搜博求《四库全书》未录之善本古籍，《群书治要》即其中之一，后录入《宛委别藏》之中。民国年间，上海商务印书馆曾将《群书治要》作为《丛书集成初编》之一种，重新排校出版，但由于之后战乱频繁，出版后并未引起人们的重视。

直到21世纪初，《群书治要》才受到国人的关注。20世纪90年代，我国原驻日本大使符浩通过日本皇室成员获得一套天明版《群书治要》，回国后交由吕效祖先生点校，先后于2004年和2011年出版了《群书治要》点校本
和《群书治要考译》
。原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习仲勋曾为《群书治要考译》一书题词：“古镜今鉴”。随后，有学者补录了亡佚的三卷，即《春秋左氏传》(上)和《汉书》的首尾两卷，弥补了《群书治要》不全的缺憾，同时加以详细注释和白话翻译，由中国书店出版社出版。
此后，中华书局推出了普及本
，团结出版社推出了校订本
，还有海外华人组织编写的《群书治要360》系列读本也陆续问世。近年来，在一些有识之士的呼吁和推广下，《群书治要》逐渐受到人们的重视乃至追捧，已成为中国古代文化经典类的畅销书。

三

作为一部“用之当今，足以鉴览前古；传之来叶，可以贻厥孙谋”
的著作，《群书治要》一书不仅汇集和保存了唐代之前中国文化的诸多重要文献，而且包含着中国古人立德修身、读书治学、识人用人、官德建设、治国理政的丰富智慧，迄今仍具有不可忽略的借鉴价值。
其一，在立德修身方面强调反省内求，提倡慎独律己，迁善改过。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尤其是儒家那里，立德修身不仅是立身处世之本，更是治国安邦之道，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群书治要》中选录了大量有关立德修身的论述，体现了儒家“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的基本理念。儒家将反省内求作为提高自我修养的基本原则。《傅子》提出“立德之本，莫尚乎正心”
；《韩诗外传》也强调“不求于外，不假于人，反诸己而已”
。在具体的修身方法上，古人提倡慎独律己，迁善改过。《中庸》记载：“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
强调君子在独处的时候，也要小心谨慎，严格要求自己，不做违背道德之事。《群书治要•易经》益卦中的“君子以见善则迁，有过则改矣”，孔子提倡的“过则勿惮改”“不贰过”，孟子主张的“闻过则喜”“见善则迁”，都是强调迁善改过。东汉末年的思想家徐干在《中论》一书中指出：“君子之于己也，无事而不惧焉。我之有善，惧人之未吾好也；我之有不善，惧人之必吾恶也。见人之善，惧我之不能修也；见人之不善，惧我之必若彼也。”
君子对于自身的修养，没有不担忧的事情。自己有了善行美德，就担忧别人还没有自己好；自己有了不善，则担忧别人肯定会厌恶自己；看见别人的善行美德，担忧自己不能学到；看见别人的不善，担忧自己会像他那样。因此，“君子之所贵者，迁善惧其不及，改恶恐其有余”。君子最可贵的地方，就是一心向善唯恐不及，改正错误唯恐遗漏。

尽管《群书治要》的编纂目的决定了其针对的读者主要是执政者，但以现代视角来看，该书选录的有关立德修身的论述对于普通百姓也有着重要的借鉴价值。“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经过将近四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道德失范、人心冷漠的倾向越来越令人担忧。为此，加强公民道德建设，弘扬社会正气，已经迫在眉睫。习近平主席曾指出：“道德之于个人、之于社会，都具有基础性意义，做人做事第一位的是崇德修身。”
《群书治要》中记载的古人立德修身之道，包括对反省内求的强调，对慎独律己、迁善改过的倡导，无疑为我们现代人立德修身、滋养心智、砥砺品格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其二，在读书治学中注重尚道务本，树立弘道载道的基本理念。
《群书治要》不仅辑录了经史百家中有关国家兴衰之事迹及言论，同时也撷取了不少有关读书治学的精彩论述，从中不难窥探中国古人的读书与治学之道。关于读书，《尸子》一书中说：“今人皆知砺其剑，而弗知砺其身。夫学，身之砥砺也。”
如同磨砺剑刃使之锋利一样，读书是对人自身学养和德行的一种磨砺。王符在《潜夫论》中也指出：“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士欲宣其义，必先读其书。”
当然，中国古代“学而优则仕”的传统和科举考试制度也决定了读书乃是进入仕途、参与政事的前提。在读书方法上，古人注重研读原典，提倡虚心涵泳、书读百遍。《群书治要•汉书二》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古之学者耕且养，三年而通一艺，存其大体，玩经文而已。是故用日约少而蓄德多，三十而五经立也。”据此可知，古代中国的读书人除了耕种和读书之外，杜绝外缘，心无旁骛，学而思，思而行。就这样，三年时间熟读玩味一经，十五年便可通达五经。按照孔子的说法，“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如果从十五岁开始有志于学，那么三十岁即可通达五经，由此扎下学问与人生的根基，这就是所谓的“本立而道生”。古人还强调写作应当承载起教化民众、匡扶风气的功能。《政要论》中讲到：“夫著作书论者，乃欲阐弘大道，述明圣教，推演事义，尽极情类，记是贬非，以为法式。当时可行，后世可修。且古者富贵而名贱废灭，不可胜记，唯篇论俶傥之人，为不朽耳。”在桓范看来，著述之目的，在于阐发和弘扬圣贤大道，叙述并说明圣贤教化的道理，推演事情背后的义理，并以此作为标准和法度。自古以来富贵之人的名字早就被人遗忘，唯有留下一篇篇卓异论著之人，才能够名垂不朽。他还强调写作不必崇尚文辞的华丽，而是要尊崇并以弘扬大道为目的，“作者不尚其辞丽，而贵其存道也；不好其巧慧，而恶其伤义也”
。

事实上，魏徵在《群书治要》序言中即反对“竞采浮艳之词，争驰迂诞之说，骋末学之博闻，饰雕虫之小伎”，明确提出以历代“立功树惠，贞心直道”和“立德立言，作训垂范”作为选材之重要依据，以期编纂一部“用之当今，足以鉴览前古；传之来叶，可以贻厥孙谋”的治世宝典，这本身就体现了编纂者尚道务本、弘道载道之理念。《群书治要》中有关读书治学的论述对于普遍心浮气躁、急功近利的现代人来说，不啻为一针清醒剂。从长远来看，学者唯有守住本分，注重精读原典，方能抓住学问之根本、立乎其大者；只有秉承古圣先贤“忧道不忧贫”“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的基本理念，树立起“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理想情怀，才能够创造出承载大道、弘扬正气、流传久远的学术作品。

其三，在人才选拔中强调任人唯贤，做到知人善任，人尽其才。 

中国古代的思想家和政治家特别重视识人用人问题，将其视为治理国家的头等大事。孔子说：“为政在于得人。”
墨子更是明确指出：“善为君者，劳于论人而逸于治官。不能为君者，伤形费神，愁心劳意；然国逾危，身逾辱。”
他还总结了“贤者为政则国治，愚者为政则国乱”的历史经验，提出“故尚贤者，政之本也”，认为找到有贤德的人来辅佐治国，是为政的根本，也是领导者的本分。贞观二年（628），唐太宗感慨道：“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才，必难致治。今所任用，必须以德行、学识为本。”
治理国家的关键在于选拔合适的人才，如果用非其人，就很难治理好国家。如今用人，必须将道德品行、学问见识作为选拔的根本，可见“择人”乃是中国古代治国理政的首要任务。因此，如何识人用人，成为《群书治要》选录文献的重点所在。

三国时期魏国大臣杜恕就明确指出：“善为政者，务在于择人而已。”
《群书治要》中记载了大量的观人识人方法，主要有“三参”、“四慎”、“五仪”、“六验”、“七害”、“八征”、“九虑”等。包括观言、观事、观行、观友、观德、观佞、观心、观诚，依此辨别一个人德之贤不肖，才之能与否。
《六韬》中提出“八征”之说，强调从八个方面来判断一个人的德与才：“一曰问之以言，以观其辞；二曰穷之以辞，以观其变；三曰与之间谋，以观其诚；四曰明白显问，以观其德；五曰使之以财，以观其廉；六曰试之以色，以观其贞；七曰告之以难，以观其勇；八曰醉之以酒，以观其态。”
此外，《吕氏春秋》中的“八观六验”、
“六戚四隐”
等等，具体而细微，总体上强调任人唯贤，德才兼备。在用人过程中，领导者还要懂得人尽其才，用其长处。《群书治要•淮南子》记载：“贤主之用人，犹巧匠制木，大小修短，皆得所宜；规矩方圆，各有所施；殊形异材，莫不可得而用也。天下之物，莫凶于奚毒，然而良医橐而藏之，有所用也。是故竹木草莽之材，犹有不弃者，而又况人乎！”

为政之要，莫先于得人。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入，科技进步日新月异，人才资源已成为最重要的战略资源，人才竞争也日趋激烈。《群书治要》中有关识人用人的论述，迄今仍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今天，要建设一支高素质的人才队伍，就要广开进贤之路，广纳天下英才，做到任人唯贤、知人善任。主要是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注重实绩、公道正派的选人标准，同时尊重人才的特殊禀赋和个性，用人所长、避其所短，真正做到用当其人、人尽其才，使人才各得其职、各得其所，在合适的岗位上最大限度发挥自己的才能。

其四，在官德建设中注重经典教育，强化执政者的道德使命感。
官德是执政者职业道德、思想品格和精神风范的综合反映，是为官之魂、从政之本、用权之道。中国传统文化对“国家之败，由官邪也”
有着深刻的认识，因此特别强调为官者要涵育为政之德。《群书治要》就体现了中国古代内涵丰富且独具特色的官德思想。在孔子看来，为政者的道德情操对社会风气有着重要的示范和导向作用。《群书治要•论语》记载：“君子之德风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风，必偃。”
只有通过不断提升执政者的道德素质，才能够达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的理想状态。在官德建设上，中国古代统治者注重通过经典教育，培养和强化官员的道德使命感。贞观初年，唐太宗推行“偃武修文”，其中的具体内容便是“尊崇儒术，兼隆佛道，兴办学校，制礼作乐，广收图籍，编纂史书”
。贞观年间，唐太宗曾多次下令整理儒家经典，先由颜师古校刊《五经定本》，继而由孔颖达主编《五经正义》，以官方的名义颁行全国，供广大学子科举考试之用。唐太宗授意编纂《群书治要》，其初衷是为自己施政提供理论依据和资政指南，但深受儒家经典熏陶的编纂者则持有“存乎劝戒”的理念，因此在选编过程中有意偏重于道德劝诫。诸如，《群书治要》在儒家经典部分选录了《论语》中的“君子忧道不忧贫”，“君子谋道不谋食”，“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等论述，强调求道、践道、弘道的重要性。在诸子部分，选录了《贾子》的论述：“道也者，福之本也；祥也者，福之荣也。无道者，必祸之本；不祥者，必失福之荣矣”，以及《政要论》提出的“俭者节欲，奢者放情。放情者危，节欲者安”等等。在某种意义上，编纂者是以《群书治要》为谏，希望通过这部经典来强化唐太宗的道德使命感。正是通过经典教育尤其是儒家经典的教化，学而优则仕的古代官员——上至君王重臣，下至州县小吏，大多具有强烈的道德使命感和社会担当意识，能够以经邦济世、拯救苍生为己任。这也是他们清廉奉公、勤政为民的价值来源和精神动力，使他们在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政治角逐和高官厚禄、声色犬马的官场诱惑中能够守护住自己的道德底线。

新时期以来，我国部分领导干部操守不佳、行为失范、以权谋私、生活腐化，在客观上已经殃及整个社会风气。他们之所以在追求物欲的路上越走越远，其根源就在于道德使命与责任意识的缺失。心无所系必然贪恋物欲，志向高远方能离尘脱俗。《群书治要》把对为官者的道德素质要求放在首要的位置，注重通过经典教育培育和强化执政者的道德使命感，并由此对官员提出了一整套倡廉贬贪的道德规范。这些论述对于今天的社会主义官德建设，尤其是领导干部如何严守政德底线，依然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其五，在治国理政中强调居安思危，主张以史为鉴，循道而治。

中华民族历来有居安思危的传统意识。《群书治要》卷一《周易•系辞下》记载：“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乱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群书治要》卷二《尚书•周官》也说：“居宠思危，罔弗惟畏。”即使身处贵宠之位，也要想到危惧，做到心有所畏。中国古代思想家和统治者均力图通过历史传统来知兴替、明得失，通过经典教育来明道德，施教化。孔子曾说“夫明镜所以察形，往古者所以知今”
；管子也指出“疑今者察之古，不知来者视之往”
，都是强调要善于总结历史，以史为鉴。东汉时期政论家荀悦在《申鉴》中说：“君子有三鉴：鉴乎前，鉴乎人，鉴乎镜。前惟训、人惟贤、镜惟明。夏商之衰，不鉴于禹汤也；周秦之弊，不鉴于群下也；侧弁垢颜，不鉴于明镜也。故君子惟鉴之务焉。”
他告诫人们要善于借鉴于古人，借鉴于他人，借鉴于铜镜，进而强调在治国理政当中要懂得以史为鉴。《群书治要》还特别从历史的角度总结了执政的规律：盛世之君循道而行，衰世之主悖道而行。《文子》一书指出：“国之所以存者，得道也；所以亡者，理塞也。故得生道者，虽小必大；有亡征者，虽成必败。国之亡也，大不足恃；道之行也，小不可轻。故存在得道，不在于小；亡在失道，不在于大。”
国家能否延续下来，关键在于是否遵循治国之道，而不在于国家强大或者弱小。故而，统治者要懂得明察前代兴亡的事迹，找到执政成败的规律，注重德教，循道而治，即刘向在《淮南子》中所言“观存亡之迹，见成败之变，非道不言，非义不行。”
 

事实上，贞观君臣亲眼目睹了隋朝的覆灭，早已深刻体会到“水可载舟，亦能覆舟”
的道理。魏徵、虞世南及褚遂良等在编纂《群书治要》时，亦有辑录前人著述作谏书之意。故而，《群书治要》一书在内容上既有明主治国的经验，也有昏君败政的教训；既有忠良辅国的故事，也有奸臣欺主的实录。尤其是史部和子部中选录了大量有关昏君败政、安逸致危的史料，就是旨在告诫唐太宗要居安思危、循道而治。可以说，组织编纂《群书治要》一书本身就体现了唐太宗居安思危、以史为鉴的执政理念。“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
2014年10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主席就强调，要牢记历史经验、牢记历史教训、牢记历史警示，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有益借鉴。实际上，《群书治要》中所包含的古圣先贤治国理政的经验和智慧，恰恰为我们解决国家治理当中的现代性危机问题，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诸多有益的启示。

作为唐代之前中国历代典籍的集萃本，《群书治要》堪称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浓缩卷，体现和凝聚着中华民族丰富的治国经验，具有超越历史时空的恒久价值和普遍意义。“不忘历史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善于创新。”
今天，尽管时代已发生巨大的变迁，但《群书治要》这部古老经典所包含的中国古代先哲丰富而深邃之智慧，仍然是解决当代社会诸多问题的良方，值得我们从中觅得历史镜鉴，寻求思想滋养，汲取继往开来的精神力量，进而创造出中华文化新的辉煌。

（载《云南社会科学》2017年第3期，第179-1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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